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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之道以感应（通）为根本机制
———儒家教育观的义理阐释

于述胜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１００８７５；青海师范大学“昆仑学者”，西宁８１０００８）

　　摘　要：“学—教”反义共字和以学论教，为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教育观之重要特点。此种现象，很可能与先

圣先哲以“感应（通）”言世界变化的根本机制有关。从中国文字诠释学角度观之，“学—教”之字无论在构型还是意

义赋予上，皆与《易》学所呈现的思想世界有直接而紧密的联系。以“学—教”为“爻”，乃取六爻交错之象，而寓人与

天地精神交感互通之意，进而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精神上之交感互通。以“学—教”为“效”，意味着“学”对于“教”之

感应，乃下之于上、后之于先的回应与顺成。“觉—效”互训，则意味着所谓“法效”，并非要使“学”者成为对象化的

“教”者，而是要使“学”者在对于“教”的积极回应中成其所是，进入自己的生命、生活节奏。“学”与“教”为一体两面

之事，乃阴阳对生迭运之易道的具体呈现。反义共字即原于此，非“辩证思维”之说所能尽之。至于以学论教，盖因

儒者之学与教乃所以成就和传达生命之意义者。意义之成就与传达，必展开于日用常行、物我感应（通）之中，而以

修身为本：身修始能教，身修即能教，外在的教言、教令必基于修身始能发挥其教化效能。说到底，以学论教凸显着

修身乃意义传达之根的深邃思想。近世以降反其道而行之，成德之教为成材之教所涵盖，意义之学为知识之学所

笼罩，而现代的公民道德教育亦因其功利化、公理化、知识化而迷失了修身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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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华平教授曾据楚简文字资料，指出《尚书·说

命》篇“學（ ）學半”的“ ”、“學”二字都是古文之

“学”字；“教”、“学”二字均可表示“教”，也均可表示

“学”，此乃以简文为表代的先秦文字所突出的“反义

共字”现象。［１］杜成宪教授进而指出：

从字源上考察，汉字的教是由学发展而成的，中

国人的教的概念是由学的概念发展而来的，使得教、

学二字可以通用，但只是学字可以毫无障碍地通用

为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学字实际上承担了表

达教的概念的功能，即“以学论教”……这种以学为

核心的教育话语体系直到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和制度

传入中国后才发生转变。［２］

“教”、“学”之反义共字及“以学论教”，确为中国

传统、特别是先秦教育观之重要特点。儒家思想尤

为其突出代表。熟悉中国教育思想传统且不抱任何

偏见者，大概都会同意上述见解。上述现象何以出

现？高华平教授以楚人之辩证思维解之。然而，“辩

证思维”固可对“反义共字”有所说明（即：学之与教

相反亦相成也），却无以明“以学论教”之故，恐非的

解，当更深求其故。“‘学—教’以感应（通）为机制”，

或可成一解。

一、“‘学—教’以感应（通）为机制”
的中国文字诠释学根据

　　从现有出土文字来看，“学—教”反义共字，非仅

见于反映战国时期文字的楚简中，在传世典籍中亦

有反映。如《礼记·檀弓》的“叔仲皮学子柳”，注云

“学，教也”；《礼记·学记》的“学不躐等”，注云“学，

教也”；《礼记·文王世子》的“学之为父子焉”，注云

“学，教也”。此现象亦见于更早的甲骨文中。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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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由简而繁，其有近十种不同写法。王贵民先生

以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为据，将其分为４式：

。其最简体即是“爻”，此或为“学—教”字的

最早写法。对此，王贵民先生断之曰：“爻，是算筹交

错之形，所表示的是数这个概念……爻之为学，就是

因为儿童教育，从学数开始。”其文开篇即曰：“教育，

广义地说，是人们世代传授生产知识与社会经验的

活动。”［３］不难看出，他的推断是现代性的“教育”观

念—教育即知识授受—先入为主的结果，可能并未

契合中国“学”字构形的历史文化语境。

《说文》曰：“爻者，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本

此，以“爻”为“交”，乃取占卜时蓍草交互之象，而寓

人与天地精神交感互通之意。“爻”示“学—教”，乃
“交神”的转化和引申，以喻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交

感互通。在古代中国，“學（教）”不管有多少种不同

写法，皆不离“爻”一要素，实即以“感应”、“交通”为

其根本寓意所在。①

熟谂《说文》者或疑吾说而难之：《说文》明以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学，觉悟也”以及“ ，觉悟

也”②为释，那么“爻”与“效（觉）”是什么关系？此自

有其说。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把“爻·象·放·

视·教·学”系于同一义类，认为它们皆通于“效”：

爻者，《系辞传》云：“爻也者，效此者也。”又云：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又：“效法之谓坤。”古本皆

作“爻”，是“爻”、“效”同声同义。

以“爻”为“交”，乃取蓍草等交互之形，而寓以人之作

为感天应地之意。以“爻”为“效”，要义有二：其一，

系指圣人作《易》，以六爻来模拟天、地、人三才变化

之道（其结构与过程）；其二，系指圣人承天而起、顺

天而行、效天而动。一言以蔽之，以“爻”为“效”，重

在强调在天与人的一体感应中，人（圣人亦人也）对

于天地之道的顺成性。推而广之，则人类之一切作

为，不过是顺应天地之道而成就之。正是在此意义

上，“爻”、“教”、“学”皆通于“效”。《太平御览》引《春

秋元命包》云：“天人同度，正法相授。天垂文象，人

行其事，谓之教。教之为言，效也，言上为而下效

也。”所谓“上为而下效”，即处上位者如何作为，处下

位者即感而应之、仿而效之。《说文》解“教”字云：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今人或以为

“教”乃“ ”篆化之讹。其实未必如此。“教”和“ ”

可能皆为先秦时“学—教”字的不同写法。《说文》解

“孝”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承”者，继也、奉也；故“孝”亦有后继前、下效上之

意。古文中尚有一从爻从子之“ ”字，《说文》径以

“放也”、即“放效”解之。王力先生也认为，“教·

学· ·效”为同源字［４］，即它们最初本为一词、完

全同音，其后才分化为两个以上读音，并产生细微

差别。

综上所述，“学—教”字以“爻”（即交感）为根，以

“效”为要义。所谓“效”，主要表达下之于上、后之于

先、小之于大之间的承应、法效关系，其与《易传》所

呈现的先秦思想世界密不可分。《老子》曰：“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２５章）。对于中

华圣哲而言，法象莫大乎天地，故《易传》曰：“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系辞

上》）日移于北，则地上万物应之以生、长、成；日移于

南，则地上万物应之以收、敛、藏。如此，则坤之于

乾、地之于天，亦呈一法效关系，且成为一切教化关

系之原型、典范。故《孔子家语·问玉》引孔子之

言曰：

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

载神气，吐纳雷霆，流形庶物，无非教也。清明在躬，

气志如神，有物将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与

圣人相参。

《礼记·孔子闲居》有一节文字与其相似而略显错

乱，郑注孔疏皆释“无非教也”为圣人奉天地之行以

为政教。《孔子家语》明以“天地之教”相示，如此，则

天地亦有其“教”、其“学”也。这个“教”不是别的，就

是天、地交感而万物应之以生生，恰如孔子“四时行

焉、百物生焉”，亦如《易·咸·彖》“天地感而万物化

生”。上文中的“兆”，就是感应之“几”———盖自然之

感应，其初甚微而幽，其后渐显而著。天地之变，无

思无为，而万物欣然以生、森然以备，生生不穷。天

地以自然之变成其化育万物之功，其功至伟、其用至

①

②

今人将“學”字简化为“学”，确实“简易”了不少，却失其“交易”之根，终难成“不易”之教，笔者遂以“学不神交脑灌水”讥之。
《说文》把“学”看作是古“ ”字之省，而孔安国的《尚书大传》释《古文尚书》“ 学半”时说：“ ，教也。”后释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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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自其无思无为言，谓之变化；自其生成、长养万

物言，谓之化育。故《中庸》有“天地之化育”之说。

“天地之化育”即“天地之教”。这是宇宙间一切生命

的源泉，也是一切教化的典范。其中的思维逻辑并

不难解。按照下法上、后承先、小法大的原则，其自

下而上之层层效法路线是：常人法圣人、圣人法地、

地法天（或：己法父、父法祖、人类法天地）。“在天成

象”即天之“教”，“在地成形”即地之“学”，如斯而已。

清儒章学诚深明此理，故其《文史通义·原学》

必将“學”原之于“效法之谓坤”：

《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学也者，效

法之谓也。道也者，成象之谓也。……盖天之生人，

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

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

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

不及之准焉，所谓成象也。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

一如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此圣人之希天也，此

圣人之下学上达也。

按照《易》理，乾与坤不仅是六十四卦中独立的两卦，

也是表征阴阳相对、交合、迭运之道的根本体相，故
《易传》分别以“乾元”、“坤元”称之，而后来的学《易》

者称其为“《易》之蕴”、“《易》之门”及“天地之根”等。

其中，乾代表着阳动、创生、主导的力量，故曰“大哉

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其属性为“健”；坤代表着

阴静、顺应、辅成的力量，故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乃顺承天”，其属性为“顺”。从根本上讲，“效法之谓

坤”之“效法”实即“乃顺承天”之“顺承”，是坤元在对

于乾元的顺应、承续中成就变化之道、生生之德。以
“学”为“效法”，突出的是“学”如坤元一样所具有的

顺成而非创生特性。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之“学”，

无论人们把它理解为“学问”、“学说”还是“修身”、

“学做人”，它在本质上都具有顺成性：如果是“学

问”，那它不过是圣人将自己所感通了的世界呈现出

来而已；如果是“修身”，那它不过把人之所以为人之

道实现出来而已。圣人所以伟大，端在其生命（“气

志”）与天地之化同其神妙（“如神”），在事至物交之

际，能一如其准、恰如其分地与世界相感通，所谓“此

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

当然，常人非皆能如圣人般恰如其分地与世界

相感通，因而有“教”—“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

之必要。故《文史通义·原学》接着说：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

后觉也。”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

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

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

也。故士希贤，贤希圣，希其效法于成象，而非舍己

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

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则必观于生民以来，备

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

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

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

“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下》）以及

古字书的诸多训释来看，“学”也好、“教”也好，似乎

均可训作“效”，亦均可训为“觉”。只是“教”用在使

动的意义上，即“使之效”、“使之觉”；而“学”则表示

主动地“效”与“觉”。“觉”与“晓”可以互训：“觉”本

义为从梦中觉醒，引申为“晓”即知晓；“晓”字本义为

日出天明，引申为知晓、觉知。二者的互训本身即表

明：“觉”的原始意象即有感应（通）在，即人应天之明

而醒来；人本能眠亦能觉，但正常的眠、觉是与日夜

交替的节奏相一致的。“教”和“学”并不是相互外在

的对象化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的感应关系：“教”者之

指示“学”者，其行为具有施动性，但其施动并非强使
“学”者成为单一的、对象化的“教”者，而是“学”者应

教者之所感而起，进入其自身的生命、生活节奏，此

所谓“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而“善其效法者也”，亦所

谓“士希贤，贤希圣”之道也。在《文史通义·原道》

篇中，章学诚又说：“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

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

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如此，则非唯众人学于圣人，

圣人亦学于众人。学于众人即是学于天、效之于天。

所谓“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既意味着“道”即在
“阴—阳”的交感迭运之中，也意味着“学—教”之间

即是“阴—阳”交感迭运的感应关系。

总之，中国传统的“学—教”概念无论在文字构

形还是意义赋予上，都与《易传》所呈现的思想世界

密切相关。此世界乃一“天人一体”、“物我感应”、

“生生不已”之生命世界。纵向观之，即“天地—万

物—父祖—己身—子孙”，世界乃以己身为中枢、承

前启后之连续体。横向观之，即为“己身—家—国—

天下”，世界乃以己身为原点、层层外推的同心圆。

近世通儒刘咸炘曰：“万物相感，即成万事。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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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纵之感者父母，历史为遗传；横之感者物质，社会

为环境。”［５］１４－１５物（人）感我而我应之，即是学；我感

物而物应之，即是教。在物我感应之中，“学—教”乃

一体两面之事，正如“见”之一字兼指“看见”与“显

现”一样。“学—教”之反义共字，即基于此“阴—阳”

交感迭运的感应原理，岂是所谓“辩证思维”所能尽

之？《尚书》“ 学半”一语，表达的就是“学”之与
“教”乃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之事也；《学记》引之，欲

证其“教学相长”之意，而以“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

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为言，已非“ 学半”本旨。

石中英教授曾言：“‘教育’概念只有在民族的文

化传统中才能得到恰当而充分的理解。离开了民族

文化的语言背景，我们也许只能在逻辑或技术层面

上理解另一种‘教育’概念，绝不会把握它的精髓、它

的质。”［６］诚哉斯言！

二、修身为意义传达之根：
兼释“以学论教”之故

　　与《易》学世界观的直接而密切关联亦表明：以

儒家为杰出代表，中华圣哲的“学—教”观念首先指

向人（类）意义世界的形成、传达与建构。《易传》曰：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

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

知死生之说。（《系辞上》）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

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

仁与义。（《说卦》）

《易》之道与学，说到底，即是“知死生之说”、“顺（顺

者，通也）性命之理”而“穷理（‘穷’亦‘尽也’，‘穷理’

即尽物之理或成物）尽性”、立人于仁义之途的道与

学。此学名之为“学做人”、“明人伦”、“修身”可，名

之为“圣贤之学”、“君子之学”、“义理之学”、“学道”

亦可。一言以蔽之，儒者之学即是让人成为人、“成

己—成物”的意义之学、价值之学，而非求知识、成技

艺、谋财货的工具、技术或功利之学。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孔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今人

或基于现代的教育民主、平等及普及观念释之，其实

二者了不相干。孔子之意盖谓：做人之学与教乃人

之通学、通教，无分于种族、阶层、性别，无间于长幼、

贵贱。在此，笔者以“修身”概指儒者之学。

“修身”必展开于日用常行之中。《论语》开篇即

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学”即修身、学做人

之事，为一名词而非动词；其“习”即习行、践履人道

之事，亦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

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之事也，其义

已详于笔者之文［７］；“时”者，“以时”且“时时”也，言

修身之事行之于生活之各种场域、人生之各个阶段，

无一时或息。至于“学文”—诗书礼乐、前言往行—

亦为儒者所当为，但必本于习行，且验之于习行而可

传，故《易传》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易·大蓄·象传》）相示，而曾子以“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自省。

“修身”之“身”即是“己”。在儒者心目，“己”从

来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单子式孤立个体，而是处于人

伦物事中的共生性存在。故齐景公问礼，孔子答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顔渊》）一个人，

相对于父、祖而言是子、孙，相对于子孙而言又是父、

祖；对于君而言是臣，对于臣而言又是君；对于兄而

言是弟，对于弟而言又是兄……这些对生性关联是

人生本身所固有的，并不存在撇离上述关联的抽象

个人。最原本的“学—教”关系，即发生于上述一体、

对生、互动的人伦关系之中。

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人通常译作
“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８］如此翻译，虽不算

错误，却丢失了孔子言说中“君—臣”、“父—子”互

动、感通的深刻意味。如同“生生”一样，“君君”作为

一动（动词）一静（名词）的重叠词，用法十分灵动，既

可以是主谓结构（自动），也可以是动宾结构（使动），

意即“君者成其为君”或“使君者成其为君”。“臣臣”

之义亦复如是。如此一来，则“君君，臣臣”非仅表达

了君要成其为君、臣要成其为臣，亦且表达了君只有

成其为君、臣才能成其为臣，它甚至还表达了君若成

其为君了、臣自能成其为臣（反之亦然）———因为君

也好、臣也罢，都不是在“君—臣”关系之外而是在其

中成其为君或臣的；二者一体联动，恰如一跷跷板之

两端。如果说“君者成其为君”乃君之“学”，那么，它

所联动起来的“臣者成其为臣”便是君对于臣之
“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到底，就是让人

成其为人，它与“生生”之道遥相呼应。此即儒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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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己—成人”之学：在成己的基础上成人，又通过成

人来成己。

笔者此举，是否有过度解释、牵强附会之嫌？我

们不妨从如下三方面更予论证。首先，孔子确实十

分看重并有效实践着教、学间的一体联动。上文提

及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已不必赘述，《论语·述

而》记曰：“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与”即大篆“ ”，

从舁，四手，上下向各二手，取“共举”之意，故包咸
《论语章句》释之为“我所为无不与二三子共之”［９］。

对于孔子来说，教与学并不是外在于孔门学团日常

生活的多余举措，而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体联动。

在此联动中，孔子之言行就其自身人格的成就来说

是“学”，就其表现此人格并作用于学者来说就是
“教”；反过来，学者的人格、言谈和举动，对于孔子来

说，也具有“学”与“教”的双重意蕴。以此反观《论

语》，我们将会发现，体现孔子“学—教”一体联动精

神的举措府首可拾，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

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从“起予者商

也”（《论语·八佾》），到对弟子“问仁”会因人、因时、

因地进行灵活回应，无不体现了随感而应的教育精

神。而颜渊以“欲罢不能”回应孔子的“循循然善诱

人”（《论语·子罕》），则体现了这种教、学感通的理

想境地。难怪孟子会以“圣之时者也”（《孟子·万

章》）赞颂孔子。所谓“时”，在教、学关系上，就是师

生一体感通的时机化、艺术化、自由化。这正是儒家
“教学相长”理念的实践原型，其方法论基础则是颇

具中华文化特色的阴阳感应（通）学说。

其次，孔子是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信且自

任的。这在孔门，向来被视为“成己—成物”一如的

仁、智合一之学。《论语·述而》曰：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亦为之不厌，诲人

不倦，则可谓云而已。”

从《孟子·公孙丑》提供的线索来看，这段话可能是

孔子因应子贡之问而发：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

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很显然，子贡是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视为仁、智

合一之学的。而在 《中庸》里，此仁、智合一之学亦

便是成己、成物一体之学。《中庸》曰：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非自成

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

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盖子贡尚智，故以智为体，以仁为用；《中庸》尚“诚”

亦即尚“仁”，故以仁为体，以智为用。但无论如何，

在孔门那里，学属成己之事，教属成人之事；学是体、

是本，教是用、是末，故成己方能成人。但己身不是

孤立的个人，总是在与人的对待、互动中实现己之所

以为人的，故成己的同时便能成人、便是在成人，故

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合内外之道

也”。成己、成人一体联动之学即是儒家的“为己之

学”。对于“为己之学”，今人会自觉不自觉地释之为
“自我实现”、“自我完善”或“自我超越”。其实，这种

诠释是现代性的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对）、个人

主义思想先入为主的产物。它在诠释之前，已将己

与人、个人与社会先行割裂，似乎更适合杨朱的“为

我”主义，却无法切合儒家的“成己—成人”一体联动

之学。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修己安人”思想。

《论语·宪问》曰：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

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

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此处的“君子”，指在位之人；“修己”即《大学》所谓
“修身”，即儒者之“学”；“修己以敬”，敬其身、正其身

也。孔子以为，君子之事不过“修己以敬”。子路大

概觉得君子若仅如此未免一自了汉，遂以“如斯而

已”不断追问之。孔子进一步开导说：修己始能安

人、自能安人。故朱子《论语集注》释之曰：“修己以

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
獉

积之盛自然及物
獉獉獉獉獉獉獉

者言之，无他道也。人对己而言，百

姓则尽乎人矣。尧舜犹病，言不可以有加于此，以抑

子路，使反求诸近也。”“自然及物”，十分准确地表

达了修己与安人、学与教之间的自然感通关系。

此一体感通之道，于《中庸》则为“取人以身”及
“以人治人”之道。《中庸》说：“为政在人，取人以

身。”为政之要，在得人心、取贤才；得人、取人之要，

在于为政者之己身，而非外在的教令、规条。盖物以

类聚、人以群分，己为何种人，则其所取、所聚亦如其

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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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导也。所谓“道之以德”，即导之以已修之己身。

对于人生意义之传达而言，政即教，教即学；为政与

为教同根，皆生发于修身之学之根。关于“以人治

人”，《中庸》引孔子之言曰：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

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

犹以为远。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

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

之，未能也。

朱子乃旷世大儒，而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释“以人治人”，且以“其人能改，即止不治”释“改而

止”（《中庸章句》），殊失孔子本旨。孔子始以手执斧

柄以伐取斧柄为喻，其所取与所执为同一尺度，故曰
“其则不远”。然而，此种尺度仍需在所执与所取间

打量、比照，还相当外在，故曰“犹以为远”。至于君

子，则已让己身成为活的生命尺度，其所用以裁度他

人者即其一己之身、一己之行。梁漱溟先生用“以人
（指己身）治人（对待人）”释之，［１０］深得其旨。其实，

“以人治人”之道即“忠恕”之道。它意味着：用己之

性行带动、感通他人即是教，且为具有最高生成能力

之教。至于“改而止”，正与前面的“道不远人”相呼

应，即改而止其为道远于人、远于身之病。

此一体感通之道，于《大学》即是以身为譬之道、

“絜矩之道”。归结到最后，还是一个恕道。关于以

身为譬之道，《大学》以“人之其所亲爱（贱恶、畏敬、

哀矜，敖惰）而辟焉”明之。郑玄注云：

之，适也；辟，犹喻也。言适彼而以心度之曰：吾

何以亲爱此人，非以其有德美与？吾何以敖惰此人，

非以其志行薄与？反以喻己，则身修与否，可自

知矣。

郑氏此注打通了《论语》《孟子》《中庸》与《大学》思

想，彰显了《大学》以身为譬、为喻之旨，可谓得其神

韵！“喻”者，晓也（《玉篇》）。从教、学关系上讲，

“喻”乃教者用口与言来告、诫、导学之者，使之明通

事理。“譬”者，谕（喻）也，匹而喻之也。（《康熙字

典》）“譬”是教者在相同、相类事物的匹对、比方中晓

喻学之者。由此而进之于“恕”，则教、学互动已超越

了表面化、外在化的言与口，而深入到身与身、心与

心、情与情的共振联动之中。“恕者，如心也”（《说文

长笺》）；“恕，忖也，忖度其义于人也”（《礼记正义·

中庸》疏）。“恕”即是在己之心、身与人之心、身的平

等比观、互动中，生成切近的生活准则，既以自喻自

修，亦以喻人导人。此即以身为譬之道。关于“絜矩

之道”，《大学》曰：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

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

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

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

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絜矩之道”不过是恕道的另一表述。“絜”者结也、

挈也（《礼记正义·大学》注），度也（《大学章句》）；

“矩”者，规矩、法度也。是则“絜矩之道”即执持规矩

以裁量事物之道也。此处所言之规矩不是别的，就

是以情挈情、与民共其情而同其欲之己身。与外在、

单一而僵硬的规律、原则、规范不同，此以情挈情之

矩、之身即是鲜活而动态的生命尺度，它在物我互

度、互通中裁己量物，以自己的美善之身、之心、之

行，去兴发他人，以与他人共同进入亲亲而仁民的意

义世界。贯穿于《大学》“修·齐·治·平”之中的，

即一“恕”字。如果说“格·致·诚·正”乃尽己之

心、之性、之情、之德，那么，“齐·治·平”即是尽人

之心、之性、之情、之德。合而言之，即是忠恕之道。

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论语·里仁》）而“修身”则处于合内外、通人

我的枢纽地位，同时关联着成己与成物：内有以应人

之感而竭其诚，外有以感人之心而动其身，故《大学》

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综上所述，儒者之学乃意义之学，可以“修身”括

之。“修身”必展开于日用常行之中，展开于己与人

的一体联动之中。所谓“以修身为本”，实即以“修

身”（即“学”）为意义传达（即“教”）之根。它意味着：

身修即是教，君子之嘉言懿行本身即是无形的教育

力量，能发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易传·系辞

上》）的神奇功效；身修始能教，那些发自教者的教

言、教令，只有植根于教者的身体力行，始能发挥其

劝善禁恶之教化效能，此所谓“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

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大学》），“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古人之

以学论教，其要义盖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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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呈现“感应（通）”机制之学术史
与思想史意义

　　近世以降，以科玄论战和“整理国故”为标志，现

代中国的文、史、教育之学义无反顾地步入用“科学

方法”整理传统思想之路。所谓“科学方法”，说到底

就是生成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学术理论。这

些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学人具有世界观与方法论之

双重作用。它固然让我们获得了新的问题意识，却

也让我们丧失了自己的问题意识，甚至丧失了理解

和进入自己的思想传统、意义世界之能力。本该在
“接着说”和“借来说”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中国学术

生长之路，变成了比较单一的“借来说”。百余年来，

以“中国教育思想史”为名之著述，大致不出这一

樊篱。

就笔者目力所及，在众多教育史著述中，能对中

国教育思想传统有深入把握者，首推黄绍箕与柳诒

徵合著、据说是国人自撰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

处在新、旧交替，作为本土与外来思想相错杂的产

物，书中亦不乏“中话西说”之处，但对古圣贤“教育

大义”之把握却堪称精道。其书开篇即以“中国古圣

人教育大义”立题，其中说：

凡治一科之学，必先明其学说之统系；统系不

明，则散殊之事理，无由考见其指归。中国古无教育

专书，而圣哲相传微言大义之散见经籍者，固自有科

条纲目之可寻。学者先明其义，则古代教育之制度、

方法，罔不可溯其原理，而知吾国文化卓越之所由，

此固治史者所宜揭橥也。古圣人教育大义有三，一

曰贵人，二曰尽性，三曰无类。虽帝王迭兴，文质相

代，周衰礼废，庠序不修，而此三义未之或湮也。［１１］

在黄、柳二先生看来，治中国教育史须先明其思想
“统系”。这个“统系”，用古人之言表达即是“义理”：

“义”者，意义也；“理”者条理也。况之今日，“统系”

即思想范式，“意义”即一种学说所追求的核心价值，

而“条理”即证成此价值的根本思维方式。在对统系

的把握上，作者突出的是古圣人“教育大义”。况之

今日，“教育大义”即所谓“教育理念”或“教育精神”，

是作者之情思与历史文本共振共鸣的产物———它兼

摄已然与当然，乃古人之所本有与今人之所当为的

统一体。其所标“贵人”、“尽性”、“无类”三大义，非

对传统思想有深入体贴与贯通者所能为。所谓“贵

人”，即贵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及人之所以异于物者，

引而申之即是贵生、贵生生之仁；所谓“尽性”即尽其

人之所以为人者，亦即“成己—成物”之“学”、之
“教”；所谓“无类”，由孔子的“有教无类”发其嚆矢，

乃以尽性之学为人之通学，即孔子所谓“君子学道则

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比较而

言，黄、柳二先生之作，于“意义”之把握比较充分，于
“条理”的呈现则有所未备。

笔者不揣浅陋，亦以“明其学说之统系”自任。

以“感应（通）”呈现古人之“学—教”关系原理，即属

此种努力之一。刘咸炘先生在《一事论》中说：“世界

者，人与万物相感应而成者也。万物感应人，而学之

的乃在人之感应万物。然不明乎万物之感应人，则

不能明人之感应万物。”为明此理，他进一步解释道：

感应即心理学家所谓刺激反应，言影响嫌太不

用力，言支配、对付则太用力，故言感应。《易传》曰：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万物相感，即

成万事。［５］１６－１７

刘咸炘先生特别过人之处，在于明统知类，能呈现传

统思想的内在理路。他指出“感应”异于“影响”，亦

不同于“支配”，很有见地。当然，说“感应”不同于
“影响”，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庄子·在囿》：

“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有问而应之，尽

其所怀，为天下配。”庄生本意，乃在将“大人之教”与

百姓之学比作形与影、声与响相互亲和的一体联动

关系。这正是“感应（通）”之道的要义所在。当然，

任何譬喻都有其蹩脚的一面。刘咸炘嫌其“太不用

力”，盖因在形与影、声与响的比附中，“学”过于影子

化而失其能动性。不过，庄生继申之以对话或应答

关系，似对“太不用力”之偏有所补足。至于刘咸炘

把“感应”等同于“刺激—反应”，虽前缀以“心理学”

之限定，仍不足以充分表达感应（通）之道的独特之

处。因为所谓“刺激—反应”，可以是机械的、也可以

是有机的，传统的感应（通）之道则是有机论的。

这一有机论的“感应（通）”原理，要义有二：其

一，它以“天人一体”为人的生存论前提。所谓“天人

一体”，系指天、地、万物（含人类）乃一有机生命体。

人与天地万物，从而相遇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关系，

首先不是相互外在的对象性关系，而是有机生命体

之同体异位关系。唯其一体，故相感应。即此而言，

所谓“感应（通）”，亦可谓之“一体联动”。充分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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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之“感应”即是“感通”，或简言之曰“通”：“往来不

穷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易传·系辞上》）

其二，“感应（通）”乃教者（感之者）与学者（应之者）

间的生命整体互动，遵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理

则，且依教者之不同生命境界，而生出不同的感应层

次：“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同气贤于同

义，同义贤于同力，同力贤于同居，同居贤于同名。

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

者同名则粗矣。其智弥粗者，其所同弥粗；其智弥精

者，其所同弥精。”（《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

“同”亦“通”也。“同名”、“同居”、“同力”、“同义”、

“同气”，标志着“感通”由浅而深，由表及里的不同层

次。处于最高层次的“同气”，实即“气志”相通，即帝

者之于其民，是身（气质）、心（神志）高度凝聚、和谐

的生命整体间的互通；而处于最末端的亡国之君之

于其民，只具有名分上的关联，其感应亦仅发生在单

一而外在的“耳”的层面上。

近世以降，尽性成德之教为成材之教所涵盖，生

命意义之学为知识技术之学所笼罩，“意义—感通”

之道隐而不彰，公民道德教育日趋“公理”化而迷失

了修身之本。则以学论教之“劝学”为以教论学的
“教授法”、“教学法”所取代，良有以也。中国现代教

育家论“学—教”之道最近古人精义者，莫过于陶行

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之说。陶先生曰：“教学做是

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

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

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

学，乃是实学。”［１２］若易其“做”字为“修身”，正合儒

家思想本义。只是陶先生所说，毕竟偏于经验主义

之知识论，而与尽性成德之教相去甚远。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主体—客体”论“学—

教”关系之风渐盛，继之以“主体性教育”及“教育的

主体性”，又进之以“主体间性”。此类话语于救正其

时教育流弊或不无小补，于深化人们之教育识见却

难睹其功，遂同归于昙花一现。以一体联动的感应

之眼观之，学者之于教者，究竟谁为主体、谁为客体？

此似为一无解且虚假之教育理论问题。早在两千多

年前，庄子即对此类提问方式深予质疑：“百骸、九

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

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庄子·齐物

论》）而所谓“主体间性”，说白了不就是“人—人”间

性么？我们与其借来无根之说热闹一番，不如接着

古人的“感通”之道往下说。倘如此，虽未有独知新

见，亦不失“继人之志”、“述人之事”之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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